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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想要在数字时代保持竞争力的组织来说，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一个关键话题。本文从微观视角探究

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这些驱动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以及它们是作为补充还是替代。

通过对上市企业的调查，我们发现组织集权结构、双元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源水平这些驱动因素并不像通

常认为的那样具有互补性，而是相互作用。此外，组织集权程度似乎与其他两个驱动因素是替代作用，

而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源水平呈现互补作用，并且在高水平的双元创新能力下，分权的组织形式更能促进

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这与它们单独作用的结果显然不同。这些发现从微观基础的角度为数字化转型的发

生提供重要的理论见解。分析和探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机制，了解数字化转型相对成功的企业所具备

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为管理者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决策制定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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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 key topic for organizations that want to remain competitive in 
the digital age.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nter-
prise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analyzing how these driver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whether 
they act as complements or substitutes. From a survey of listed firms, we find that the drivers of 
organizational centralization structure, ambidexterity innov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level are 
not complementary as commonly believed, but rather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Moreover, the de-
gree of organizational centralization seems to be a substitute for the other two drivers, while inno-
vation capability and human resource level show complementary roles, and a decentralized form 
of organization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t high levels of am-
bidexterity innovation, which is clearly different from the results of their individual role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the occurren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a microfoundational perspective. Analyzing and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se fac-
tors work together, and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rms that have been relatively success-
ful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vides, to some extent,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managers to make 
strategic decisions abou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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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许多企业都把数字化发展作为自己的战略重心[1]。对此，

一些学者主要分析了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因素，从财政科技支出、营商环境改善、国有股权等不

同视角对数字化转型的前置因素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2]-[4]，发现外部环境变量会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部分学者则将其研究视角聚焦于组织内部层面，发现信息技术背景 CEO、高管团队异质性以及管理者能

力等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5] [6]。事实上这些变革举措的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

的定义对数字化转型的成功至关重要。 
大量研究指出微观层面的现象或机制，如个人、过程和结构，和它们的相互作用，是组织能力的出

现、功能和动态的重要原因。其微观基础包括两个来源：(1) 组成部分——个人、过程和结构；(2) 要素

内部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个体、过程以及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有助于集体现象的

聚集和出现[7]。微观基础研究项目的核心推动力是解开集体概念，以理解个人层面的因素如何导致突发

的、集体的和组织层面的结果和绩效[8] [9]。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宏观层面的能力和现象，尽管对其驱动

因素各自的影响了解颇多，但我们很少从微观层面探究其驱动因素以及它们是如何共同作用。 
基于微观层面的因素——个人、过程与结构三个方面，本文选择人力资源水平(个人)、双元创新(过

程)和组织集权(结构)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基础，来洞察不同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差异的原因。下面

将依次介绍这三种驱动因素，首先，个人层面的技能和能力存在巨大的异质性[10]，个人永远是组织的基

本战略因素。个人为组织带来不同的人力资本(技能、知识、经验)和特征[11]。通过研究发现，受教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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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高的团队相较而言更加倾向于采用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因此人力资源也是重要的微观基础之一。 
其次，过程是一系列相互依赖的事件，将过程付诸行动需要个人的干预。从资源和能力的视角将创

新定义为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企业通过探索新资源或利用资源的新组合不断发展创新能力[12]。若企业

的创新与吸收能力较高，那么借助于数字化技术，能够减少一些业务的负面产出和成本损耗，能明显提

升收益。因此本文选择双元创新来作为个人与技术和知识的互动过程。 
最后，组织结构也涉及到数字化转型能力的微观基础，组织结构使信息的有效处理、知识和思想的

利用和交流以及专业知识的发展成为可能。为了使数字化转型取得成功，组织必须调整其结构和流程以

充分利用新技术，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简单地采用它们[13]。本文选择组织的集权结构作为组织结构

层面的微观基础。 
为了更全面地描绘出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我们需要了解这些驱动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方式。每

个驱动因素单独地可能与数字化转型有积极的联系，但当它们结合起来使用时，会造成不协调和不一致

的情况，从而抑制总体结果，因此通过探究它们在共同作用与单独作用时是否会产生异质性结果，使企

业能够通过调整微观因素促进数字化转型，对于现有上市企业数字发展有理论支撑作用。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科学界已经认识到，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变革，还需要适应各种因素的变化，如战略、人

力资源、文化、人才发展和领导力[14] [15]。微观基础的分类提出企业需要结合与人、过程和结构相关的

微观基础来促进数字化转型的能力[16]。因此，我们在过去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人力资源水平、双

元创新能力、组织集权结构三个维度探讨数字化转型能力的微观基础。我们首先单独考虑这些驱动因素。

在逐一解决了这些因素之后，我们将讨论它们如何相互作用。 

2.1. 人力资源水平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人力资本对于企业来说是一项重要资源，是当今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的

关键。数字化转型是由人驱使的而不是技术[17]，团队成员掌握着用哪些数字工具与技术以及如何利用它

们去有效地支持战略及公司的目标[18]。个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通常可以反映出个人的认知能力与技巧

方面的差异，相较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员工更能接受新的思想潮流，能够更好地处理所获取到的信

息来做出正确的决定，从而促进数字化转型的顺利进行[19]。通过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团队相较

而言更加倾向于采用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20] [21]，从而有利于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如下研究假设： 
H1：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时，人力资源水平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即人力资源水平

越高，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2.2. 双元创新能力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March (1991)认为组织双元与企业的创新密切相关，即产生了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22]。企业开

展利用式创新行为，在原有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上进行改进，改进的技术能更好地配合原有的制造流程，

通过循序渐进的创新活动，推动企业提升数字韧性，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积累一定的数字技术条件。例如，

对现有的数据分析工具进行改进，以提高数据处理速度和准确性，或者对线上销售渠道进行优化，以提

供更好的客户体验；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行为，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实现产品制造、销售等流程的革新，

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数据信息处理的速度，让企业更好地掌握市场和客户信息，推动企业在营销端、业

务流程端和价值端数字化[23]。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时，双元创新能力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即创新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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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2.3. 组织集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企业组织集权度是基于企业组织结构中其中一个特征集权化发展而来的，主要的关注点仍然是权力

如何配置的问题。毋庸置疑，领导层位于企业组织结构和决策程序中的核心位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顺

利实施，离不开权力较大管理者的强力推动。企业充分给予管理者权力，有助于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实施。

一方面，管理者权力越大，对企业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就越能够有效整合资源，从而对企业的发展进行

准确把握和长期关注，促使企业快速响应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字化转型趋势，实现组织的高效运作和管

理[24]。另一方面，基于管家理论，管理者权力是一种激励手段，管理者内在的满足感随着权力的增大而

提升，权力所带来的激励效应也越强。管理者权力的增加，有利于加快管理者对企业的了解、提高数字

技术投入和转出效率，使得数字化转型难度降低和周期缩短。随着权力的扩大，管理者提出的意见会得

到充分重视，也使其有能力解决意见分歧并使战略决策最终被采纳，由此数字化转型决策也就更可能通

过[25] [26]。管理层权力越大，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突出，从而有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

转型和创新发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时，组织集权程度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即管理者权力越

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2.4. 数字化转型的三者驱动因素共同交互作用 

本文通过讨论三方面的驱动因素：集权程度、双元创新和人力资源水平，分析它们在共同作用时会

如何发挥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每个驱动因素单独作用可能与因变量有积极的联系，但当它们

结合起来使用时，会造成不和谐的情况，产生与单独作用时异质性的结果[27]。 
首先从集权结构和双元创新的角度分析，集权结构意味着决策和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个体

的创新意愿和能力可能受到限制，因此可能会产生不利于创新的环境。过去的研究表明集权式层级沟通

阻碍信息和知识的交流，并可能使信息和观点产生扭曲[28]。此外，李忆和司有和(2009)利用 397 家中国

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并将创新划分为探索式创新与开发式创新，发现集权化的组织结构对开发式创新

有负面影响[29]。因此我们认为双元创新与集权程度可能会产生互相抑制的作用。 
其次从人力资源水平与集权的角度分析，人的理性程度与接受过理论与实践教育的状态密切相关[30]。

让高素质员工作为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等方式参与企业决策过程，能够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受

过更多教育的员工能在业务协同中发挥集体理性和群体智慧优势辅助管理层优化决策。高素质人才能够

利用自身的优势去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使得高水平人力资本“人尽其才”，为企业打破技术壁垒、

提升生产效率创造优势，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智力支持，提升管理人员的变革积极性和动力，为后续

更深层的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因此我们认为人力资源水平与集权程度产生互相抑制的作用。 
最后从人力资源水平与双元创新的角度分析，认为人力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水平，促进

企业数字化转型。研发和创新是一项对知识和技术具有极高要求的投资活动，因而对劳动力的知识储备

和专业素养等综合能力要求更高，具有明显的技能偏向性特征[31]。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求知欲、

自我批判思维与探索精神，继而拥有更高的创造性和实践能力，以推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创新能

力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一方面，创新能够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所需的软硬件基础，克服知

识和技术障碍[32]。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本就是一个生产运营乃至管理模式和组织架构的革新过程

[33]，因此认为人力资源水平与创新能力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H4：数字化转型的三个驱动因素(双元创新、集权程度、人力资源水平)：两个或多个驱动因素的综合

作用方式将区别于单个驱动因素的作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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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样本 

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是我国 A 股上市企业，样本选取的时间区间为 2012 年至 2022 年。对初始的样

本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1) 本文中对于样本全部的连续变量值都分别进行了 1%和 99%的 Winsor 处理；

(2) 剔除了 ST、∗ST、PT 上市公司和数据缺失或异常的样本，以及上市不满一年的企业和金融类企业。

实证检验的模型中，其中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获取过程借鉴吴非等(2021)的研究，利用 Python 对上市公

司的年度报告进行分析，形成与企业数字化相关的文本词频测度数据。企业层面的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

(CSMAR)和万德(WIND)数据库。本文使用的数据处理软件为 Stata 17。 

3.2. 变量设定 

3.2.1. 被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DT)。对于如何准确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本文采

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法来构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参考了管理世界中吴非(2021)，统计了人工智

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数字技术应用等 5 个维度的词频数，根据上市公司年

度报告统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关的关键词词汇出现的频率并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以此测度企业数字化

转型程度[34]。 

3.2.2. 解释变量 
企业双元创新(AM)。本文借鉴曹兴等研究，将五年作为窗口期来区分利用式和探索式创新。专利号

前两位为专利申请的年份，第三位为专利申请的种类，第四位到第八位为概念申请专利的编号。因此以

专利号第四位为界限，在五年窗口期内前三位数字第一次出现视为探索式创新，随后再次出现则视作利

用式创新。通过细分专利号的方式更能体现出企业对现有知识、技术以及资源的探索式或利用式创新行

为。 
组织集权结构(Central)。本文借鉴刘华(2007)将集权度拆为两个维度，一是从管理幅度而来的权力跨

度，二是从薪酬角度而来的薪酬比重，建立了一个衡量模型[35]。管理幅度是一个高管对应的员工人数，

对应的人数越多则表示权力越集中。薪酬作为高层管理者权力大小的一个标准，不同权力水平对应了不

同的薪酬水平，管理层中所取得的最大薪酬额与管理层薪酬额第二之后的所有总和的平均值的比值。比

值越大则权力越集中。再将这两个维度相乘就得到企业的集权度。 
具体公式如下： 

权力跨度 = 员工人数/管理层人数 
薪酬差距 = 管理层薪酬前三的总额/管理层薪酬总额 

企业组织集权度= Ln (权力跨度 × 薪酬差距) 

人力资源水平(Education)。本文参考余长林和孟祥旭(2022)的研究，使用员工中本科以上人数占比来

度量企业员工的人力资本水平[36]。 

3.2.3. 控制变量 
在回归分析中，必须对其他与因变量相关的因素进行控制，以防止其他变量对企业数字化产生影响。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任晓怡等，2022；汤萱等，2022)的做法[37]，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Top1)、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规模(Size)、代理成本(Agent)、现金流比率(Cash)、独立董事

会人数占比(Indp)。除此之外，本文进一步设置时间(Year)和行业(Industry)虚拟变量以控制时间和行业固

定效应。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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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ntrol variables 
表 1. 控制变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缩写 变量定义 

因变量 企业数字化 Dt 统计企业年报中披露的与数字化转型有关的关键词词汇出现频率，

并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自变量 

双元创新 AM 
当年新申请专利的分类号(IPC 以前四位为准)在过去 5 年没有申请，

则定义为探索式创新，反之则定义为利用式创新，得到相应的专利

数量进行对数化 
集权程度 Central 参考刘华(2007)构建的指标权力跨度和薪酬差距的基本思想 

人力资源水平 Education 职工学历大于本科占总人数的比例 

控制变量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总股数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年末总资产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取对数 

代理成本 Agent 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独立董事会人数占比 Indp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现金流量比率 Cash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期末总资产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选取有部分缺失值和异常值，为了避免其对实证研究的影响，本文删除了缺失的数据，因

此研究样本从 2012~2022 年一共有 7804 个有效样本数，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DT)
的均值为 1.527，最大值为 6.184，最小值为 0，说明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差异较大，整体水平较

高，符合 A 股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集权程度的均值为 5.369，最大值为 11.66，最小值 1.650，表明样本

公司中集权程度差异较大。人力资源水平的平均值为 0.458，可见企业中本科以上的员工的占比将近 45%，

公司之间的人力资源水平较高。双元创新是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乘积并对数处理，其均值为 1.435，
最大值 3.541，最小值−0.733，可见企业的创新水平不高，应加大力度开展创新活动。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 分位 50 分位 75 分位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DT 7804 1.527 1.451 0 0 1.386 2.485 6.184 

解释变量 

central 7804 5.369 1.223 1.650 4.534 5.265 6.071 11.66 

education 7804 0.458 0.211 0 0.313 0.444 0.579 1 

AM 7804 1.435 0.880 −0.733 0.803 1.496 2.086 3.541 

控制变量 

ROA 7804 0.0420 0.0690 −0.909 0.0170 0.0430 0.0720 0.381 

Indp 7804 0.376 0.0570 0.182 0.333 0.333 0.429 0.800 

Cash 7804 0.0500 0.0670 −0.313 0.0110 0.0480 0.0880 0.434 

Agent 7804 0.0890 0.0710 0.00200 0.0470 0.0740 0.110 2.085 

Top1 7804 3.414 0.478 1.099 3.110 3.447 3.760 4.490 

Size 7804 3.099 0.0590 2.877 3.057 3.091 3.129 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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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准回归 

Table 3. Impact of the degree of centralization (central), ambidexterity innovation (AM) and level of human resources (edu-
cation),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表 3. 集权程度、双元创新与人力资源水平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因变量：DT (1) (2) (3) (4) (5) (6) 

Roa 0.104 0.109 0.388* 0.114 0.434** 0.362 

 (1.03) (1.07) (1.79) (1.13) (2.01) (1.60) 

Indp 0.695*** 0.679*** 0.846*** 0.729*** 0.860*** 0.783*** 

 (5.28) (5.17) (3.58) (5.56) (3.65) (3.19) 

Cash −0.336*** −0.438*** −0.373* −0.339*** −0.457** −0.345 

 (−3.11) (−4.03) (−1.68) (−3.15) (−2.05) (−1.49) 

Agent 0.289*** 0.315*** 1.418*** 0.240*** 1.262*** 1.198*** 

 (4.25) (4.63) (6.57) (3.53) (5.85) (5.28) 

Top1 −0.103*** −0.113*** −0.112*** −0.100*** −0.116*** −0.122*** 

 (−6.39) (−6.98) (−3.84) (−6.25) (−4.01) (−4.05) 

Size 1.878*** 1.041*** 0.622** 1.453*** −0.288 −0.551 

 (13.15) (6.06) (2.23) (9.96) (−0.86) (−1.56) 

central  0.065***   0.027* 0.048*** 

  (8.74)   (1.86) (2.70) 

AM   0.176***  0.163*** 0.260*** 

   (10.44)  (9.67) (5.31) 

education    0.463*** 0.561*** −0.335 

    (13.07) (8.43) (−1.55) 

AMXcentral      −0.511*** 

      (−5.14) 

AMXeducation      0.183** 

      (1.97) 

centralXeducation      −0.167*** 

      (−2.72) 

AMXcentralXeducation      0.411*** 

      (4.74) 

常数项 −5.706*** −3.416*** −1.802** −4.598*** 0.681 2.229** 

 (−12.80) (−6.61) (−2.02) (−10.17) (0.66) (2.01) 

观测值 22,849 22,849 7804 22,849 7804 7188 

R2 0.391 0.393 0.349 0.395 0.355 0.358 

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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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报告了回归结果，模型 1 只包含控制变量，模型 2、模型 3 和模型 4 分别加入了集权程度(central)、
双元创新能力(AM)和人力资源水平(education)的主效应，且利用固定了行业以及时间的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实证回归。H1~H3 均支持数字化转型正向主效应。集权程度的系数估计(β = 0.065，t = 8.74，p = 0.000；
模型 2)，对于双元创新(β = 0.176，t = 10.44，p = 0.000；模型 3)，人力资源水平(β = 0.463，t = 13.07，
p = 0.000；模型 4)对数字化的影响均为正显著。模型 5 结合了三个驱动因素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预测因素：

其系数与模型 2 至 4 中显示的结果基本一致。最后，在模型 6 中，我们测试了 H4，如我们的假设一致，

在二者交互项中，集权程度分别与双元创新和人力资源水平的交互系数是负向显著的，而双元创新与人

力资源水平是正向显著的，此外三个驱动因素的交互项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β = 0.411, t = 
4.74, p = 0.000)。 

根据 Dawson 和 Richter (2006)建立的相互作用项绘制程序[38] [39]，我们绘制了本研究预测的三方相

互作用项。绘制这种三方互动的图形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企业利用多种驱动因素来促进数字化转型的

条件效应。图 1 表示三个变量中每个变量与其平均值的一个标准差。正如预期所言，三种驱动因素的共

同作用产生了与它们单独作用时不同的效果。很明显，最高水平的数字化转型与所有三项的高分并不相

关。并且，数字化转型的水平最低点对应了集权程度与双元创新同时处于高水平。然而，当这两种因素

中的一个单独处于高水平时，对应的数字化转型的水平反而更高，如直线(1)所示的(低集权，高创新，高

教育)和直线(3)所示的(高集权，低创新，高教育)这两个组合所对应的数字化水平较高，且差距不大。因

此，这两种驱动因素是替代关系。 
 

 
Figure 1. Three-way interaction effect of the degree of centralization (central), ambidexterity 
innovation (AM) and level of human resources (education),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ultipli-
cative) 
图 1. 集权程度、双元创新与人力资源水平对数字化转型的三向交互效应(乘数效应) 

 
根据直线(1)和(3)的倾斜方向，发现企业拥有高水平的人力资本(high education)时，低集权(low central)

对应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比高集权(high central)时的数字化水平更高。因此，这两种驱动因素存在替代效应，

我们的结果与理论是一致的。 
此外，双元创新与人力资源水平的关系也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从图中斜率可以看出，低水平的创

新对应了两条几乎重合的直线，这说明，创新能力低(low AM)的情况下，人力资源水平对数字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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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而在高水平创新(high AM)的情况下，如直线(1)和(2)对比所示，高水平的人才基础(high education)
将拥有更高水平的数字化，也就说明双元创新与人力资源水平交互时，能够共同促进数字化转型增长。 

4.3. 进一步分析 

企业实际实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存在“多说寡做”和选择性披露的现象，因此利用文本分析统

计词频度量数字化转型存在一定的弊端。本文进一步更换核心变量的测度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

本文参考张永珅等(2021)的做法，采用企业数字化无形资产占比(Dt-assets)来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40]。
如表 4 所示，三者相互作用项分别是(β = 0.09, t = 2.74, p = 0.006)，与之前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Table 4. Results of the robustness test (1)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1) 

因变量：Dt-assets (1) (2) (3) (4) (5) 

central 0.087***   0.024** 0.195*** 

 (13.03)   (2.03) (5.10) 

AM  0.176***  0.164*** 0.326*** 

  (12.78)  (11.93) (4.53) 

education   0.447*** 0.537*** −0.828** 

   (14.11) (9.88) (−2.18) 

AMXcentral     −0.957*** 

     (−7.30) 

AMXeducation     0.617*** 

     (5.34) 

centralXeducation     −0.036 

     (−0.65) 

AMXcentralXeducation     0.091*** 

     (2.74) 

常数项 −1.142** 0.175 −3.102*** 2.496*** 4.568*** 

 (−2.49) (0.24) (−7.71) (2.98) (4.5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2,836 7799 22,836 7799 6129 

R2 0.394 0.350 0.395 0.358 0.352 

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们研究中关于因果关系的推论，Felin 等人将 N + 1t+1 级的微观基础定义为位于时

间 t 时的 N 级，其中时间维度反映了 N 级现象早于 N + 1 级现象的时间排序关系。因此本文将被解释变

量的时间跨度变为 t + 1 重新进行回归[16]。如表 5 所示，所有的假设结果都在之前分析中得到证实，三

者相互作用项：(β = 0.363, t = 4.61, p = 0.000)，此外，AMXcentral 与 centralXeducation 的二者交互项系数

仍然是负向显著的，AMXeducation 的交互项系数仍然是正向显著，表明我们研究的三个驱动因素相互作

用的方式与我们的命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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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Results of the robustness test (2)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2) 

因变量：DTt + 1 (1) (2) (3) (4) 

central 0.065***   0.047** 

 (7.04)   (2.22) 

AM  0.080***  0.050* 

  (10.73)  (1.70) 

education   0.442*** −0.604** 

   (10.79) (−2.34) 

AMXcentral    −0.394*** 

    (−3.75) 

AMXeducation    0.082** 

    (2.28) 

centralXeducation    −0.196*** 

    (−3.21) 

AMXcentralXeducation    0.362*** 

    (4.61) 

控制变量 −1.618*** −1.397*** −1.967*** 0.290 

 (−8.13) (−4.08) (−10.84) (0.65) 

观测值 18,770 8158 18,770 7861 

R2 0.391 0.366 0.394 0.37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从企业外部环境和社会网络视角延伸至企业内部，基于微观

视角运用实证研究方法重点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阐明数字化转型的三个不同驱动因素(即组

织集权程度、双元创新和人力资源水平)是如何相互作用的。(1) 集权程度与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替

代关系，共同作用时彼此的目的并不相一致，由于授权型组织结构更有利于团队成员之间的信息、见解

和视角的交换，从而创造适合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因此，相比只强调一种因素的公司，同时具备高集权

和高创新这两种因素的公司所产生的数字化水平反而更低。(2) 双元创新与人力资源水平作为驱动因素

存在互补的关系，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并且能够胜任数字化转型中的必

要技术岗位，为数字化转型过程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和保障。(3) 集权程度与人力资源水平也存在替代作用，

研究发现，分权的组织结构更适合高人才基础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具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时，分权能

够充分利用高素质人才的思维和见解，且他们更能够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技术和新模式，更倾向于看到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长远优势。因此，本文通过研究多种被广泛认可的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是如何相互作

用的，有助于解决数字化转型研究中最重要的挑战，即企业如何同时协调各部分矛盾来达到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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